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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老龄化”时代来临

 随着全球化步伐加快,人口老龄化已不再是各国的内政问题,而是愈发影响到整个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老龄化时期、速度和规模不尽相同,这种“老龄化差异”是冲击世界繁荣和稳定的原因之一,但同时也带来“构建新的国际合作关系”的历史机遇

    日本是全球老龄化“大本营”

    【日本《金融财经商贸》周双刊7月7日一期文章】题:全球老龄化时代来临副题:要着眼于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动态(作者神户市外国语大学讲师中岛圭介)

    谈到人口老龄化问题,人们往往将其放在国内政策的范围内讨论。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全球化步伐加快,世界迎来“全球老龄化”时代,即人口动态变化对“人、物和资金”的积蓄和流动产生全球性影响。

    在工业革命勃发的18至19世纪以前,所有国家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老龄化率)均处于2%-3%水平。然而,放眼当今世界,除非洲和中东部分地区之外,老龄化大潮已席卷全球。1950年至2010年期间,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升至8%-17%,发展中国家也升至4 %-6%。据称,到本世纪中叶,这两个数字将分别达到26%和14%。

    日本老龄化问题在发达国家中也“名列前茅”,对国内外经济、财政和社会等方方面面产生了重大影响。换言之,日本就是全球老龄化的“大本营”。扭曲人口年龄结构的要因有两个:一是生育率下降,二是寿命延长,而日本在这两方面均呈极端趋势。数据显示,从2005年至2010年,日本的生育率一直在1.3附近徘徊。从1950年至2010年,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从62岁增至83岁。

    1980年,日本的老龄化率为9%,是当时“最年轻”的发达国家,不过受以上两大要因影响,2005年日本的老龄化率超过所有其它发达国家而位列第一。这种趋势今后仍将持续,到2030年和2050年,日本老龄人口比重将分别达到30%和40%。

    这种变化在扭曲人口年龄结构的同时还将使日本迎来史无前例的劳动人口和总人口双双减少的时代。这一变化不仅将改变多数劳动人口抚养少数老龄人口和儿童的人口年龄结构,还将从根本上颠覆人口和经济规模持续扩大这一现代经济发展的大前提。那么,日本还能维持经济增长和目前的生活水准吗?日本将面临新的历史挑战。

    中国步入老龄化进程提前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世界对人口爆炸产生担忧,受此影响,中国政府也开始抑制人口增长,并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到2000年,中国总人口达到12.7亿,该政策抑制了3亿人口的增加,可谓成效显著。

    就推动经济增长看,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也符合政府的预期。纵观过去40年中国“从属人口指数”(被抚养人口/劳动人口)的走势, 便会发现在人口抑制政策启动之后,老年从属人口指数(老龄人口/劳动人口)几乎保持不变,而青少年从属人口指数则一路走低。这样,合计从属人口指数便有所下降。也就是说,抚养儿童负担锐减,使中国可以尽可能将手头资源用于经济发展。

    然而,这剂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猛药”在40年以后会带来“早衰”这个副作用。人口抑制政策的确使中国早早地迎来了“人口红利期”,但这是人为因素和政策性因素所致。与此同时,中国步入老龄化进程也相应地提前,而且异乎寻常地早。

    这就意味着,中国将和发达国家一样,或许更快地被老龄化大潮所吞噬。更为严重的是,在激进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政策忽视社会保障,由此导致的各种矛盾和落差开始显现,包括家庭解体、贫富分化、地区发展失衡、环境污染等。中国开始因这种经济和社会重压而失衡,老龄化在此时席卷中国,可谓雪上加霜。该问题不仅会冲击到中国,还会演变为第二波全球老龄化大潮,对世界政治和经济产生严重影响。

    中国已无法延缓老龄化到来的步伐,不过尚有减轻其冲击的办法,那就是同时做到以下两点:一是未来10年维持目前的经济增速,尽可能地接近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二是加紧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消除上述各种矛盾和落差。

    印度前景相对乐观

    要说将抑制出生作为国策的先行者,则非印度莫属。印度的这项政策可追溯到1952年。过去半个多世纪,印度政府雄心勃勃,多次设定了降低出生率的目标,但无一例外地半途而废。虽带些讽刺意味,但这些失败确实让印度的出生率下滑不至于像中国那么极端。因此,印度的人口动态尽管仍面临持续增加的风险,但其结构老中青分布合理,变化速度缓急适中,前景相对乐观。

    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而印度的人口红利期将要来临。不过,一个国家即便处于人口红利期,也不意味着一定可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的成熟度左右着一个国家善用人口红利的能力,具体包括:政府的规模、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操控能力、市场的普及程度、人材培养、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团结度等。

    从这些“善用能力”的角度审视印度便会心生疑虑。受公共教育制度落后的影响,占总人口七成的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尤其低下。2006年,印度的文盲率达到37%。教育制度滞后不过是冰山一角,印度政府面临的问题堆积如山。

    当然,印度较中国也有其自身优势。到2022年,印度的人口将超过中国,2030年,其劳动人口将超过中国。

    除人口动态上的优势外,印度还有两大有利条件:国内存在一个受教育水平高、讲英语的中产阶级以及一个颇具竞争力的高科技外包产业。印度的政府一端确实脆弱不堪,但其民营一端富于创业精神和创新意识,对政府的依赖程度低,在全球化竞争中处于优势。

    利用“老龄化差异”机遇

    笔者认为,要化解日本老龄化难题,有一点具有决定性意义,那就是日本要洞悉全球老龄化产生的影响和日本经济的未来走势,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具有全球性,并反过来加以利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老龄化时期、速度和规模不尽相同,这种“老龄化差异”是冲击世界繁荣和稳定的原因之一,但同时也带来“构建新的国际合作关系”这一历史机遇。换言之,只要新兴国家充裕的年轻劳动力、扩大的市场及投资机会和老龄发达国家的就业机会、资本及科技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就可以产生提高经济效率的合作效应。

    这种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双赢的思路乍看之下并不新颖,但其实包含着一个全新的视角,那就是日本可以一边观察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因高龄化差异产生的经济互补性变化,一边将这种变化运用到“战略配对”上。

    日本要打破经济增长遇到的“天花板”,长期保持经济、外交和安保方面的影响力,就不可错失这个全球老龄化带来的机遇。在利用老龄化差异实现双赢方面,日本和亚洲各国之间颇具潜力。

    值得一提的是,受历史和政治问题影响,日中和日韩之间的合作受阻。因此,日本要心怀对老龄化问题的危机感,尽早采取具体行动,以消除误解和建立合作关系。

    不过,日中和日韩的合作效果面临时间瓶颈。中韩的人口红利期2015年前后就将结束,而且到2025年前后,两国的老龄化速度可能要超过日本。21世纪30年代以后,日中韩的经济均将带有浓厚的“老龄化”色彩,失去活力。这个“东北亚老龄化集团”先要在未来10年内享受地区内老龄化差异带来的好处,而从这种差异开始消退的21世纪20年代起,就要吸纳相对年轻的印度和东盟进入,以便利用新的差异。

    在对华方面,日本的企业经营者和政策制定者应具备哪些战略视角?

    其一是商业战略视角。中国未来将探索新的增长模式,以代替原来的“依靠剩余劳动力型”。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要看准中国的增长潜力和增速放缓的原因,研究何时将生产、销售和投资的重心转移至何地。

    其二是经济和外交视角,这可使日本积极干预中国,以防日本因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而遭殃。

    从地缘政治的战略视角看,要规避中国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印度的重要性无需赘述。在发达国家方面,保持良好人口动态的美国仍将维持其突出的影响力,而日本和欧洲各国的影响力则将每况愈下。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和印度不断崛起,美中印有望形成新“G3”格局,甩开其它追赶者。然而,由于中国存在风险,美国对以英语为准标准语且共享民主主义价值观的印度心怀信任并寄予厚望,今后美国对亚洲战略的重心势必从目前的东北亚地区转移至南亚。作为关乎存亡的战略,日本同样也要将其在东北亚建立的合作关系逐步南移。


